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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竞争背景下的“边缘诱捕”
战略及其效用分析∗

姜　 鹏

　 　 【内容提要】 　 传统“两极稳定论”认为，由于同盟主导国对体系权力分配现状较

为满意，因此双方均愿意约束各自阵营内盟友的进攻性意图。 但这种对盟友进攻性意

图的约束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 总体来说，两极格局下超级

大国更愿意约束核心地带盟国的进攻性意图，约束边缘地带盟国的动机则明显降低。

如果在边缘地带促成长期动荡有助于削弱战略竞争者的实力，超级大国甚至会对此类

行为予以间接支持。 两极结构下的超级大国倾向于让处于核心地带的盟国承担压力

缓冲区职能，而让处于边缘地带的盟国承担利益拓展区职能。 更准确地说，边缘地带

出现的周期性紧张与动荡既是核心地带释放结构性压力的重要出口，也是维护两极体

系整体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国际体系从单极向两极演化进程中，大国之间在核心地带

的直接冲突将逐渐减少，但在边缘地带冲突的频率和烈度会呈现上升趋势。 在两极战

略竞争背景下，实施边缘诱捕战略不仅能够避免陷入直接对抗的全面战争，还能够实

现长期消耗对手国力的目标。 这种风险较小、收益较高的战略组合构成了实施反遏制

战略一方缓解结构压力并促成攻守易势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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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苏联解体能否有力佐证美国在冷战期间推行的遏制战略在手段上更胜一筹？ 实际

上，我们既不能证明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以贯之地执行了同一种遏制战略（美国历届政府

对如何遏制苏联存在着根本差别），也不能依据对美国有利的事实结果去反推其战略缔

造从始至终都比苏联更胜一筹（见表 １）。 回溯冷战历史可以发现，美苏争霸并未从始至终

地呈现出美国权势长期压制苏联的一边倒态势，而是在大多时间呈现出美苏权势势均力

敌、此起彼落、攻守交替的政治图景。 在现实的权力竞争中，“胜利者书写正义”导致所谓

“正义必胜”、由主导权力所造就的叙事结构以及由知识传播过程中经不断自我复制而强化

的历史观念，共同构成了冷战史研究中美式话语霸权长期压制其他话语的根源。

表 １　 美国遏制战略重心的波动周期、手段差异及效果评价

波动周期 代表人物 代表政策 战略手段 战略重心 战略效用

第一周期
１９４７—１９５３ 年

乔治·凯南 八千字电文 非对称遏制（重点） 核心地带 优势积聚

保罗·尼采 ＮＳＣ－６８ 号文件 对称性遏制（全面） 边缘地带 优势流失

第二周期
１９５３—１９６９ 年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大规模报复 非对称遏制（重点） 核心地带 优势维持

约翰·肯尼迪、
林登·约翰逊

灵活反应 对称性遏制（全面） 边缘地带 优势丧失

第三周期
１９６９—１９８１ 年

理查德·尼克松、
杰拉尔德·福特

尼克松主义 非对称遏制（重点） 核心地带 止跌企稳

吉米·卡特 卡特主义 对称性遏制（全面） 边缘地带 劣势放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关于美苏冷战与两极战略竞争的研究中，涉及美国成功经验或苏联失败教训的研究很

多，但关于苏联如何在 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对美实施反遏制战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研究

却很少。 即便是研究苏联反遏制战略成效的著作也存在着失衡现象，如学界更关注苏联在进

攻性战略导弹军备竞赛中实现优势反超的方式，而不太关注苏联在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①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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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是指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包括从西欧、南欧、中东到南亚次大陆和远东的

沿海地区。 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于心脏地带和海洋之间的中间地带，是海上强权与陆上强权爆发冲突时的缓

冲地带。 参见斯皮克曼著，林爽喆译：《边缘地带论》，石油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７—５８ 页。 与斯皮克曼侧重

于海陆区位因素略有不同，罗伯特·阿特认为西欧能够对美苏本土防御、欧亚大陆间深度平衡起决定性作用，是
影响国际权势对比的“技术核心区”之一。 参见罗伯特·阿特著，郭树勇译：《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７ 页。 综合两位学者的观点，本文将边缘地带定义为地缘位置上处于陆海结合部、战略价值较为重要但

对大国来说并非生死攸关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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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做了什么来增加美国战略消耗，①为优势反超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关注的主题是边缘诱捕（ｂａｉｔ ａｎｄ ｂｌｅｅｄ）战略。 边缘诱捕战略是指在两极战

略竞争态势下的攻势一方在谋求全面遏制的过程中可能陷入战略迷思，处于守势的一

方在边缘地带利用代理人战争等形式不断削弱攻势方并最终实现攻守易势的反遏制

战略。 这种反遏制战略既需要确保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国家

进行长期战略消耗，又需要避免守势方因支持特定地区的代理人战争而被战略竞争对

手过分迁怒，从而出现将双方较量从幕后推向前台的全面摊牌风险。 本文以冷战期间

美苏双方的遏制与反遏制为研究对象，在对苏联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手段与战略

效果进行匹配后发现，战略资源相对处于劣势的大国采取边缘诱捕战略符合上述两种

战略需求。

本文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时候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大国利用地区矛盾制造国际危机

会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有时候却能够较好地将冲突控制在特定区域，从而避免两极

之间最后摊牌。 更进一步讲，在超级大国所构建的反遏制同盟体系内，什么样的盟友

可以充当不至引发全面战争的利益拓展区，什么样的盟友因可能触发全面摊牌的战争

风险故而仅可充当压力缓冲区？ 本文假定，由于盟友本身存在着权力平衡、影响声望

与战略信誉等不同的战略价值，因此同盟主导国介入盟友地区危机的意愿和力度也存

在根本差异。 基于上述假定，本文提出了如下猜想：处于体系边缘地带的盟友可以成

为超级大国通过间接代理人战争方式消耗对手的利益拓展区，处于体系核心地带的盟

友可以成为超级大国增加战略回旋空间并减少直接对抗的压力缓冲区。 对同盟者角

色的精确划分既可以使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在核心地带实现“可说不可做的注定

缓和”，同时在边缘地带实现“可做不可说的战略反制”。

二　 相关文献述评

诱捕战略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将这种模式抽象成微观理论则是由约翰·米尔

斯海默（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首先提出。 该战略是本文提出边缘诱捕理论的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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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由于越南战争开销巨大，为避免节外生枝，美国军方不愿在国会为更加昂贵的战略武器研发或扩

充军备争取更多资金，以至于 １９７０ 年美国在战略武器上的全部投入仅占其国防预算总量的 １ ／ ９。 参见 Ｅｄｉｔｈ
Ｍａｒｔｉｎｄａ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ｒｌａｎｄ Ｂ． Ｍｏｕｌｔ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Ｐａ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ｒｍｓ Ｒａｃｅ，
１９６１－１９７１，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ｐｐ．２８３－２９２； Ｅｒｎｅｓｔ Ｊ． Ｙａｎａｒｅｌｌａ，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５５－１９７２，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１９７７， ｐｐ．１１４－１１５，
ｐ．１５１；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Ｙｅａｒｓ，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Ｐｒｅｓｓ， ｐ．２３８。



源。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诱捕战略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在理想状态下，战略目标与

战略手段之间近乎零干涉与零摩擦的内在联系。 但这种理想化状态在地缘政治实

践中可能因存在三个尚未被深入阐明的问题，而导致战略实施者面临引火烧身的风

险。 既有成果对诱捕战略运行的因果机制和变量关系给出了较好诠释，但没有进一

步回答为什么有时候该战略会成功而另一些时候会失败等深层问题。
前期研究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本文力图提升诱捕战略成功率的精细化突

破点，即阐明为何有些国家实施诱捕战略，再造了攻守易势的战略反转，而有些国家

则陷入直接对抗的巨大风险。 例如，克里斯托弗·莱恩（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ｙｎ）认为，虽
然创造均势是大国战略行为中最普遍的形式，但确定符合均势条件的行为并不总是

容易的，诱捕战略是弱势一方削弱强者进而构建均势的重要手段。① 本文认为，如果

不能有效区分该战略在不同实施区域和特定对象上明显存在的风险差异，那么将无法

理解诱捕战略成败的内在逻辑及其运行机理。 在两极格局下，大国在核心地带实施诱

捕战略可能面临全面战争风险，而在边缘地带实施诱捕战略则不会面临这种风险。 因

此，从理论上讲，只有在边缘地带实施的诱捕战略才是一种风险更小、收益更高的有效

路径。
具体而言，一方面，两极双方均将体系的核心地带———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

区———视为具有颠覆两极体系权力平衡的锁钥。 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ｃｒｙｓｔａｌ ｂ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②使得美苏双方都不愿直接或间接在核心地带卷入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直接

对抗。 例如，在 １９４８ 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美国表现出为欧洲不惜一战的

姿态并向英国基地派遣能够执行核打击的 Ｂ－２９ 轰炸机，这一举动迅速使苏联放弃向

西方进一步施压和挑衅。 同样，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介入也未能激

起西方大国除了道义谴责以外的任何实际行动。 基于成本—收益考虑，两极体系下的

核心地带盟友将更多地充当压力缓冲区，并引导超级大国在该区域的竞争走向“可说

不可做的注定缓和”。③

另一方面，体系边缘地带则可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释放结构性压力的蓄水池

或节制闸。 更确切地说，边缘地带的动态不稳定性是两极体系总体稳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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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ｙｎ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Ｍｏ⁃
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３１， Ｎｏ．２， ２００６， ｐｐ．７－４１； Ｐａｕｌ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ｖｓ．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１， １９９４， ｐｐ．１０８－１４８；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 “Ｕｎ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６７－１６８．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ｐｐ．４３－４４．

杨原：《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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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边缘地带本身的战略价值有限，超级大国对该地区权力变更的敏感性与容忍度较

核心区存在根本差异。 在边缘地带，超级大国之间仍谋求避免爆发直接冲突以至陷入

没有赢家的全面战争，但它们对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来彰显权力和消耗对手则表现

出强烈兴趣。 基于成本—收益考虑，两极体系下的边缘地带将更多地充当利益拓展区

并引导超级大国在该区域的竞争走向“可做不可说的注定紧张”。
前期研究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通过施放战略诱饵挑起冲突

就可以自动削弱战略对手。 如米尔斯海默认为，诱捕战略旨在施放诱饵促成两个

对手投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施放诱饵者则可以隔岸观火、置身事外、静观局势演

变。 该战略既可以完好无损地保持自身军事力量，又可以在战略对手陷入长期消

耗的背景下获取相对权力优势。① 彼得·特鲁博维茨（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认为诱捕战

略是指一国努力加剧濒临开战的敌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促成战斗以削弱目标

国的实力。② 然而，如此简单的手段与目标对应关系显然脱离了现实政治中固有的

复杂性。 在战争双方实力明显存在巨大差异的非对称冲突中，即便实施者投放一次

战略诱饵就能挑起战争，但如何能确保战略竞争者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长期陷入

没有尽头的消耗战？ 例如，单凭越南北部的国家资源与战争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将

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长期拖在东南亚泥沼之中。 事实上，与其说是美国的战略决

策连续失误导致自身陷入越战“泥潭”，毋宁说是 １９６５ 年来苏联主导下的社会主义

阵营不断援助越南北部的结果。 与米尔斯海默等人强调诱捕战略实施者至少与其

中一方存在矛盾或与双方均存在矛盾不同，本文认为，若想使不平衡的对手之间保

持长时段的冲突热度，诱捕战略实施者需要同其中较弱的一方构建起事实上的长期

庇护关系。
前期研究没有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历史上，企图实施诱捕战略的国家很多，但

成功的比例却非常小。 斯蒂芬·沃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从转移战略竞争对手注意

力的角度阐述诱捕战略的作用。 他认为，大国往往可以通过让对手承担高成本、低效

益的项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及权势，这些项目可以起到分散和转移战略竞争者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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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消耗其资源的目的。① 我们必须避免因筛选和过滤历史案例而误以为诱捕战略

是一项不太复杂、成本低廉、简单易行且效果尚佳的政治操作术（ｃｒａｆｔ）。 彼得·托夫

特（Ｐｅｔｅｒ Ｔｏｆｔ）的研究发现，诱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最大困境是常常难以让对手上

当。② 如果战略对手是理性的，它往往能够看出自己陷入诱捕。 因此，那些在历史上

成功实施诱捕战略的国家具备何种共性的战略条件以及如何对这些超越时空限定的

因素进行理论化概括进而提高诱捕战略的成功率是本文试图达到的主要目标。

三　 关于边缘诱捕战略的理论阐释

在两极体系下，由于核心地带最微小的权势变动也会给施动者带来巨大的战争风

险，基于干涉成本与盟友价值等角度考虑，体系大国更倾向于将核心地带的盟国视作

维持权力分配现状的压力缓冲区。 但在边缘地带，由于权势变动很难影响两极之间总

体权力分配，因此，超级大国在避免陷入直接对抗和全面战争的问题上更容易达成规

避战争的默契。 从概念上讲，边缘诱捕战略是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利用边缘地带已有

的地缘政治矛盾针对战略对手推行的反遏制战略，即通过在边缘地带扶持代理人转移

核心地带的结构性压力、增加对手在边缘地带的战争消耗或增加己方在维持区域和平

问题上的影响权重与博弈筹码。 本部分意在阐释两极体系下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

大国推行边缘诱捕战略的前提假定、地缘政治逻辑和基本假说。 通过构建边缘诱捕战

略的微观理论框架，为两极体系下处于守势的超级大国摆脱遏制并实施战略反制提供

有益的启示。

（一）边缘诱捕战略的前提假定

前提假定 １：民族国家继承权和领土争端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难以调和的矛盾，

长期被压抑的矛盾为拟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国家在边缘地带“煽风点火”提供了充分的

燃料。 武装统一和领土争端本质是利益主张的零和博弈。 尤其在民族主义和民主政

治的双重压力下，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命运冒险，在民族国家统一

或同其他国家领土争议的问题上做出妥协。 因此，长期存在且无法化解的国家继承权

或领土争端构成了一些主权国家之间爆发周期性地缘政治冲突与对抗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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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了权利正当性、国家荣誉和民族情感的领土争端意味着冲突双方或至少其中一方

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但限于结构性压力或自身能力约束，才表现出时而紧张对

峙、时而战端重开的周期波动。 对于存在上述矛盾的边缘地带来讲，一旦其中一方能

够获得打破现有均衡的外部援助，被压抑的矛盾就可能重新爆发。

前提假定 ２：在同盟体系中，核心地带的盟友对体系权力的对比态势有质变影响，

而边缘地带的盟友仅具有量变影响。 在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介入核心地带盟国危机

的意愿更加强烈，而介入边缘地带盟国危机的意愿明显降低。 由于边缘地带盟友并不

能对全球战略平衡产生决定性影响，超级大国介入边缘地带盟国战争的意愿和力度往

往更加有限。 鉴于超级大国对各自势力范围内所拥有的支配性地位均较为满意，只要

不在各自关切的核心地带触及对方的战略红线，双方均没有意愿冒着全面战争的风险

而挑起冲突。 但在边缘地带，同盟信誉与观众成本要求超级大国为了维护权力的声望

与承诺的有效性而常常卷入同次要国家的局部战争。

前提假定 ３：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往往表现出比单极体系更高、比多极体系更

低的介入边缘地带战争的意愿，上述特征构成了实施边缘诱捕战略内在动机的激励因

素。 在两极体系下，由于仅存在两个超级大国，彼此较难找到能够完全制衡另一方的

第三方作为推责对象。 在具有较大确定性的单极或两极体系下，支配性大国对核心地

带的权势变动比多极体系更加敏感。 但在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多极体系中，体系大国

对边缘地带权势的变动比充满较大确定性的两极体系更加敏感，这也是多极格局下的

全面战争往往发端于边缘地带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对边缘

地带的权势变动比单极霸权更加敏感。 总之，与单极体系相比，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

国对边缘地带盟国的战争具有更高的介入意愿，与多极体系相比则具有更低的介入意

愿（见表 ２）。

表 ２　 关于权势变动的军事介入意愿与全面战争风险

变动区域 单极 两极 多极

边缘地带
不敏感（无法改变权势
对比而轻视）；无全面
战争风险

较敏感（可能改变权力
对 比 并 考 验 同 盟 承
诺）；全面战争风险低

最敏感（可能改变权势
对比而敏感）；全面战争
风险最高

核心地带

最敏感 （有能力，也有
意愿；无法推责的知觉
警觉），全面战争风险
最高

较敏感 （有能力，也有
意愿；无法推责的知觉
警觉），全面战争风险
较高

不敏感（无意愿；推责的
知觉防御）；全面战争风
险较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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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假定 ４：对于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所有处于核心地带的盟国都

可以承担压力缓冲区职能，但并非所有边缘地带的盟国都可以承担利益拓展区职

能。 只有那些包含国家统一诉求或同周边邻国存在严重领土纷争的国家才可能被

打造为边缘诱捕战略的利益拓展区；另一些愿意维持现状或同周边邻国不存在领土

争端的国家则没有可以利用的矛盾，至多能够成为压力缓冲区。 因此，本文假定，实

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往往倾向按照两类战略职能划分边缘地带的盟国角色，即

可以承担利益拓展区职能的“战略进攻型盟友”和能够承担压力缓冲区职能的“战略

防御型盟友”。

前提假定 ５：核心地带构建压力缓冲是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间走向“注定缓和”的

重要条件，边缘地带的压力缓冲往往因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收效甚微。 超级大国在地

缘政治核心地带的利益扩展会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改变现状的重大进攻性信号；相反，

其在核心地带构建压力缓冲则会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明确的和平信号，进而在“一报还

一报”的互动中与对手形成正反馈循环。 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大国在边缘地带通过代

理人扩展利益，通常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改变现状的微弱进攻信号。 由于不涉及双方的

核心安全利益，超级大国倾向于利用地区矛盾并以代理人战争方式在边缘地带实施间

接消耗对手的诱捕战略。 倘若其选择在边缘地带构建压力缓冲，则既可向战略对手发

出微弱的缓和信号，也可能被战略对手解读为内部虚弱的消极信号，从而促使对手增

加遏制力度。

上述五个前提假定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保证两极权力竞争态势下的弱势一

方会选择边缘诱捕战略，也无法有效支撑本文的理论假说。 但如果把这些具有内在联

系的要素叠加起来，则可成为两极竞争态势下的弱势一方选择边缘诱捕战略的强大动

力，同时也构成了实施诱捕战略的整体性约束。

（二）边缘诱捕战略的政治逻辑与基本假说

逻辑机制 １：由于盟友本身存在不同的战略价值，有些对战略平衡起决定性作

用，有些仅仅产生间接影响。 鉴于边缘地带本身战略价值的有限性，超级大国对该

地区权力变更的敏感性与容忍度较核心区存在根本差异。 在边缘地带，超级大国

之间谋求避免爆发直接冲突，但对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来彰显权力和消耗对手

则表现出强烈兴趣，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有意愿将边缘地带有冲突意愿的

盟友发展为实施诱捕战略的利益扩展工具。 在两极竞争的战略态势下，边缘地带

的代理人战争既能够吸引战略竞争者的介入，又能够避免陷入两极直接对抗的全

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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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假说 １：“两极稳定论”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对各自势力范围内享有的支配性

地位较为满意，因此愿意约束各自阵营内盟国改变现状的进攻性意图。① 本文则认

为，两极结构下的超级大国更愿意约束核心地带盟国的进攻性意图，而对边缘地带盟

国的约束动机明显降低。 如果在边缘地带促成代理人战争有助于削弱战略竞争者的

实力，两极结构下的超级大国甚至会对此类行为予以支持。 更准确地说，边缘地带的

局部代理人战争既是核心地带释放结构性压力的重要出口，也是维护两极体系整体稳

定的必要条件。 两极体系下核心地带的“注定缓和”与边缘地带的“注定紧张”是一枚

硬币的正反面。

对于实行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最优战略组合是将核心地带的所有盟国和

部分边缘地带战略位置较佳但缺乏矛盾可以利用的盟国塑造成压力缓冲区，同时将边

缘地带具有国家统一、领土诉求或民族矛盾的盟国视为利益扩展的重要砝码。 这要求

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放弃利用核心地带既有矛盾，在该区域积极推行维持现状

的缓和政策；同时积极利用边缘地带已有的地缘政治矛盾，推行改变现状的诱捕战略。

该战略组合不仅能够避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陷入直接对抗的全面战争，还能将对手长

期拖在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中并消耗其国力。 这种风险较小、收益较高的边缘地区

代理人战争模式构成了两极体系下转移结构性矛盾、缓解结构性压力并谋求战略主动

权的最优选择（见表 ３）。

表 ３　 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反遏制战略组合及其效果

边缘地带利益扩展 边缘地带压力缓冲

核心地带
利益扩展

周线进攻战略
全面战争风险最高，收益最低
（第一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

要点突破战略
全面战争风险较高，收益低
（第三次柏林危机＋“三和”主义外交）

核心地带
压力缓冲

边缘诱捕战略
全面战争风险较低，收益最高
（《赫尔辛基协定》＋越南战争）

刺猬防御战略
全面战争风险最低，收益较低
（东欧缓和＋减少对第三世界革命援助）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具体来讲，一旦在核心地带开启敌意螺旋，双方将面临极高的全面战争风险。 因

此，超级大国之间在核心地带的互动往往会逐渐达成一种避免触及对方战略红线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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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① 尽管每一方都从未公开承认另一方对其势力范围所拥有的绝对支配权，但每

一方都不会去直接挑战对方的这种权力。 例如，尽管美国对 １９６８ 年苏联悍然出兵

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出极大震动，但两极结构下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均衡”仍使

得约翰逊政府除了表示“我们无能为力”之外，②没有对苏联的行为予以超出外交

抗议的反制。 相反，由于边缘地带的战略价值较低，超级大国没有意愿为此卷入一

场得不偿失的全面战争。 因此，超级大国在边缘地带利用地区矛盾积极进行利益

扩展将面临较低的全面战争风险和得到较高的地缘政治回报。 对于地处边缘地带

却没有现实矛盾可以利用的盟国，则可以将其塑造成增加本方安全剩余的压力缓

冲区。
逻辑机制 ２：推行全面遏制战略的一方很容易陷入“多米诺疑惧”或“温泉关推

论”等量变引发质变逻辑的战略迷思。 这种迷思强调，如果不注重边缘地带的变化，
这种变化迟早会波及核心区域。 推行全面遏制战略的一方在边缘地带的退却将经历

三重失败：一是己方失去一个潜在的盟友；二是敌方增加一个盟友；三是边缘地带是检

验大国战略信誉和决心的试金石。 放弃边缘地带会导致权力声望加速衰退并增加己

方其他盟友和中立国的恐惧，进而导致这些小国放弃参与遏制战略，转向采取融合威

胁的追随战略。
基本假说 ２：上述战略迷思可能导致实施遏制战略的大国把威胁和反应都看成需

要捍卫的利益，从而逐渐丧失分辨利益、识别威胁和做出反应的理性思维。 在边缘地

带推行遏制战略本是服务两极竞争的手段，但“多米诺疑惧”使得边缘地带逐渐演变

为需要捍卫的战略目标。 当国家的注意力过于聚焦当下的目标时，就可能会忘记最初

在什么条件下制定了这样的目标。 而当条件本身发生变化时，原先的目标却被保留和

坚持下来，并成为某种需要捍卫的利益。 对于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多米

诺疑惧”逻辑引发的地缘政治心理效应是其战略竞争者构建“边缘诱捕”战略的重要

前提。 一旦实施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在“同盟承诺困境”与“温泉关推论”双重作用下

做出军事干涉等反应，就很容易误将边缘地带的区域事件认定为关涉全球力量对比的

重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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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机制 ３：从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的内在关系上讲，倘若战略竞争对手能够严

格遵守保持战略定力、设置合理时间限制与忽视沉没成本而及时止损这三种要素中的

一条，也能够有效避免被对手在边缘地带实施长期诱捕。① 因此，推行反遏制战略的

超级大国能否最大限度地促成战略对手陷入“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双重逻

辑从而出现认知失调，构成了边缘诱捕战略实施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两极体系下，陷
入此类认知失调的超级大国对边缘地带的估值经常远远超过真实的政治、安全或经济

价值，这种非理性决策的背后体现出深刻的“竞拍者迷思”，即觉得只要再稍稍努力追

加一点投入，就可能获得最终胜利。 超级大国本身不愿在边缘地带同次要对手陷入长

期却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消耗，但只要能够说服自己胜利在望，就有欲望为了护持

权力声望而不断追加筹码。 “沉没成本迷思”主要指前期投入的规模往往成为后期追

加投入的理由，哪怕最理性的决策者也无法摆脱“拒绝增持就意味着彻底亏损”的恐

惧。 威廉·威斯特摩兰（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Ｗｅｓｔｍｏｒｅｌａｎｄ）、厄尔·惠勒（Ｅａｒｌｅ Ｇ． Ｗｈｅｅｌｅｒ）、
保罗·哈金斯（Ｐａｕｌ Ｄｏｎａｌ Ｈａｒｋｉｎｓ）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ＭｃＮａｍａｒａ）等
美国军方高层领导在整个越战过程中，教科书般地展现了“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

迷思”的叠加效应。② 在追加投入的过程中，沉没成本会增加人们取得成功的压力，一
个国家在战争中牺牲越大，就越会在心理上高估所追求目标的价值。③ 一旦大量资源

被投入到一项战略之中，决策集团就有压力用成功来证明当初决策的正确性。 “沉没

成本迷思”要求政府为己方付出取得相应的成果，进一步刺激了超级大国在边缘地带

追加投入。 推行边缘诱捕战略的国家正是利用了对手陷入上述两种战略迷思才得以

对其进行长期消耗。
基本假说 ３：将战略竞争者的关注点吸引到边缘地带只是完成了边缘诱捕战略

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对手不断地在这场马拉松赌局中不断追加投入。 如果

对手意识到自己正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打一场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消耗战，那么它

很有可能迅速从该泥沼中抽身。 本文认为，将边缘地带的非核心利益打造成吸引战

略竞争者不成比例追加投入的磁石，其核心奥义在于支持边缘地带盟国的力度恰好

能够让竞争对手认为只要再稍稍努力就会胜利在望，促成其在“竞拍者迷思”和“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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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成本迷思”的双重逻辑诱导下说服自身追加投入。 与此同时，超级大国间避免直

接对抗的重要手段是代理人战争、秘密干涉和尽可能的非对称特种作战，而非大规

模常规战争。
逻辑机制 ４：实施边缘诱捕的消耗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只有根据地区权力对比动态平衡地向责任承担者（区域盟友）提供资源支撑，才能实

现长期消耗战略对手的目标。 超级大国在国际危机中的反应烈度通常取决于其面临

的瞬时压力大小。 实施反遏制战略的一方利用代理人战争向战略竞争者位于核心地

带的盟友施压，往往会激发其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而向其位于边缘地带的盟友施压，
则能够将战略竞争者的警觉控制在避免全面摊牌的范围内。 因此，边缘诱捕战略的实

施者应按照逐步升级和螺旋式加码的战略逻辑，通过代理人向对手持续输入适当压

力，实现使对手在次要地区长期消耗的战略目标。
基本假说 ４：即便在边缘地带成功施放战略诱饵并促成地区冲突，也不一定导致

战略竞争者权力的持续下降。 在非对称冲突中，如果己方盟友被迅速击败，反倒可能

带来本方同盟受损的被动局面。 作为一个动态进程，在促成己方区域盟友与超级大国

陷入冲突后，实施边缘诱捕战略的一方需要持续为己方盟友提供支撑，才能创造削弱

战略竞争者的机会。 与此同时，身处幕后的战略实施国在外交上应保持灵活态度，并
刻意塑造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姿态。 如果对本方支持的卫星国保持外交上的低调和冷

淡，同时悄悄向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则有利于在“不知情”的幌子下将超级大国公

开对抗的风险降至最低。

四　 案例验证：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边缘诱捕战略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希望利用区域战略实现全球战略目的。 中南半岛是苏联的

利益拓展区，在形势对己方代理人更加有利时，苏联更乐于在该地区长期保持紧张的

战争局势，而非推动其迅速走向缓和。 为了将中南半岛塑造成对美战略的利益拓展

区，苏联大力援助越南北部，打破自 １９５４ 年奠边府战役以来在中国 ／越南北部与美国 ／
越南南部之间维持十年的微妙均衡。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１１４ ／ ２ 号文件曾预料到

苏联可能在外围地区寻求突破，借以缓解核心区域的战略压力。 该文件指出：“如果

克里姆林宫统治者愈发相信其核能力可以阻止双方在欧洲地区爆发大战，那么它们就

会同样地愈发相信可以凭借自身在欧亚大陆内线有利的战略区位因素、占优势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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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以及战术空中力量在边缘地带谋求局部优势，同时又不会冒爆发全面战争之

风险。”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在对越援助上承担着主要角色，苏联的援助大多

停留在话语层面，经济与军事层面的援助较少。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

与此撇清关系甚至主动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表明苏联是从公开渠道了解到相关信息

的。② 换句话说，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前，苏联并没有注意到越南在苏美关系中的战

略价值。 苏联正式转向边缘诱捕战略并加强对越南北部援助始于勃列日涅夫时期。③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Ａｌｅｘｅｉ Ｎｉｋｏｌａｙｅｖ⁃
ｉｃｈ Ｋｏｓｙｇｉｎ）高调访问河内，并与越南签订加强防御协定。 不久爆发了震惊美国的“波
来古事件”，④导致约翰逊政府实施“滚雷行动”。 三个月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⑤

在南部发动“春季攻势”。 可以说，正是苏联提供的先进军事装备帮助越南北部打造

出一支现代化正规军，打破了越南南北之间的微妙平衡，使得威斯特摩兰在越南地区

的兵力显得捉襟见肘。 麦克纳马拉第 ８ 次从越南调研回国后汇报：“和解的前景，如
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⑥

１９６４ 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与苏共中央书记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

内（Ｎｉｋｏｌａ Ｖｉｃｔｏｒｏｖｉｃｈ Ｐｏｄｇｏｒｅ）组成的“三驾马车”执掌苏联，苏联对美反遏制战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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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Ｔｈｅ Ｕ．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ＳＣ １１４ ／ ２，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２ Ｏｃｔ． １９５１，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５１， ｐｐ．１８７－１８８．

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３２４ 页。
除了边缘诱捕外，勃列日涅夫对越战态度明显转变的原因还存在其他四种解释，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才生

成了特定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联系。 第一，随着中苏联盟破裂，苏联试图利用援助越南排挤中国的

地缘影响力和维护自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越南面临着被中苏争抢的局面。 第二，美国在约翰逊政府时期

面临两难困境，既要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又要避免这种遏制重蹈中美在朝鲜直接交火

的悲剧。 约翰逊政府的底线是不能逼迫中国出兵越南，因此美国只对越南北部采取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始终没

有发起大规模地面进攻。 如果离开中国的延伸威慑作用，苏联能否更大胆地采取边缘诱捕而不必担心与美国正

面作战以及实施效果是否还能达到历史上实际呈现的状况尚未可知。 第三，美国升级越战的重要考量是遏制中

国，这点从肯尼迪政府到约翰逊政府一贯如此。 为了避免中美正面开战，美国又在升级越战的同时增加了与中国

的战略对话，这反倒为尼克松政府的缓和策略创造了条件。 第四，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就一直在寻找不冻港出

海口，对中南半岛的渗透也根植于这一传统。 俄国的地缘政治传统与前三点因素相结合，再加上勃列日涅夫的战

略决策才促成了边缘诱捕战略的系统输出。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 ６ 日晚，越南北部领导的游击队对中央高地波来古的美国军事顾问住宅和空军基地发射迫

击炮弹，击毁击伤直升机 １６ 架，其他飞机 ６ 架，８ 名美国士兵被打死，另有 １２６ 人受伤。 波来古事件后不到三天，
越南北部领导的游击队又袭击了归仁的一个美国兵营，炸死美国兵 ２３ 人，炸伤 ２１ 人。 约翰逊因此命令轰炸越南

北部的军事补给基地，越战逐步升级。 参见威廉·曼彻斯特著，朱协译：《光荣与梦想：１９３２—１９７２ 年美国社会实

录》，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０６９ 页。
西方及当时的越南南部政权习惯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为“越共”，其在越南战争期间是越南劳动党

在越南南部成立的统一战线组织。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１９３２—１９７２ 年美国社会实录》，第 ８２３ 页。



现了明显调整。 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注意到苏联在体系核心地带的推进将面临巨大的

战争风险，而后退又会严重丧失权力和声望。 他吸取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事

件的教训，在欧洲地区积极谋求构建避免全面战争的和平机制，最终在 １９７５ 年以《赫
尔辛基协定》的形式确定下来。 另一方面，苏联利用美国在推行遏制战略进程中容易

出现的“同盟承诺困境”“多米诺疑惧”“竞拍者迷思”以及“沉没成本迷思”等认知失

调，在不甚敏感的边缘地带实施诱捕战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边缘诱捕战略并不限于中南半岛，而是广泛地分布于中东

的阿以战争、南亚次大陆的印巴战争和非洲的安哥拉战争等任何有意愿成为其代理人

武装的第三世界。① 本文之所以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越战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场战争

不仅直接酿成了美国 １９６７ 年的经济危机，②更导致其军事力量在 １９６８ 年陷入某种捉

襟见肘的战略透支———如果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出现同样的危机，美国将没有多余

的军力和资源能够投入。③ 具体而言，苏联的边缘诱捕战略有四个特点。
第一，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抛弃了赫鲁晓夫时代将越战援助问题推给中国的

消极态度。④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能够维系越南北部对越南南部的制衡，而苏联的

先进军事装备则有助于打破僵持。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年，苏联向越南北部提供了 ５ 亿卢布

军事装备援助；１９６８ 年，对越南北部的军事装备援助达到 ３．５７ 亿卢布，１９６９—１９７３ 年

对越南北部的援助总额为 １１ 亿卢布。⑤ 苏联对越南北部军事援助的最大特点是提供

了大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法生产的先进武器，极大增强了越南北部军队在战场上的

生存能力和杀伤效力，进而成为越南北部打破战略僵持和美国决定大规模军事介入的

重要原因。
在实施边缘诱捕战略过程中，苏联向越军提供的先进装备主要有：米格－２１ 喷气

式战斗机、Ｔ－５４ 坦克、ＳＡ－２ 地空导弹（苏联称 Ｓ－７５ 德维纳防空导弹）、“边网”测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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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Ｆ．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ａｒｒａｂｅｅ， “Ｇｏｒｂａｃｈｅｖ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６６， Ｎｏ．５， １９８８， ｐｐ．
１００２－１０２６； Ｃｅｌｅｓｔｅ Ａ． Ｗａｌｌａｎｄｅｒ， “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ｏｖｉｅ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Ｇｒｏｗ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ｙ Ｇｒｅｙ？”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 １９８９， ｐｐ．３１－６３．

潘一宁：《约翰逊政府与美国的越南战争困境（１９６７—１９６８）》，载《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第 ７３ 页。
Ｋｅｉｔｈ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５，

ｐ．３８９， ｐｐ．４７５－４７６；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Ｙ． Ｓ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Ｌｙｎｄ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ｐｐ．１０９－
１７１．

从苏共二十大到 １９５７ 年年底的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一直倡导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战略原则，这与毛泽

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做出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存在明显差异。 赫鲁晓夫不希望朝鲜半岛、台海问题或越南问

题成为美苏战略缓和的障碍，并将边缘地带视为压力缓冲区而非利益拓展区。 从地缘政治角度讲，他认为苏联同

越南并不接壤，而中国同越南接壤且有强烈的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因此中国是推卸责任的最佳对象。
参见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第 ２２４—２２５ 页。

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第 ３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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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１２２ 毫米 Ｄ－３０ 榴弹炮与步兵装备等高尖端武器。 同时还派遣了大批培训越南北

部军队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专家。① １９６５—１９６７ 年，苏联向越南北部派遣了 ２０００

多名军事人员，主要从事地对空萨姆导弹发射基地、军事装备维修以及飞行员培训等

工作。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苏联对越南北部防空体系建设的援助占其对越军事援助

总量的 ８５％。③ 由于苏联向越南北部援助了其国内现役最先进的防空系统，迅速改变

了越南北部高射炮无法对付美国超音速飞机的困境，使越南北部得以在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

的最后两周内击落 １６ 架 Ｂ－５２ 轰炸机并俘获 ９８ 名飞行员。 而在此前 ７ 年里，Ｂ－５２ 轰

炸机共出动 １０ 万架次，越南北部炮火仅击落 １ 架。④

勃列日涅夫的边缘诱捕战略使越南北部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数量激增 ５ 倍（有些

地方激增 ８ 倍），⑤迫使美国几经巨大挫折又不断向南方地区输送军事力量。 驻越美

军在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只有 ３５００ 名海军陆战队，到 １９６９ 年年底迅速攀升到 ５４．３ 万人（见表

４）。⑥ １９６８ 年，美国投掷的炸弹比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和还要多。 在苏联

表 ４　 美国及其盟国在越战的兵力投入（每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人）
年份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５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７ １９６８ １９６９

美国 ３０００ １８４３１４ ３８５３００ ４８５６００ ５３６１００ ５４３４００

澳大利亚 ２００ １５５７ ４５２５ ６８１８ ７６６１ ７６７２

韩国 ２００ ２０６２０ ４５５６６ ４７８２９ ５０００３ ４８８６９

泰国 — １６ ２４４ ２２０５ ６００５ １１５６８

菲律宾 １７ ７２ ２０６１ ２０２０ １５７６ １８９

　 　 资料来源： Ｊａｍｅｓ Ｌ．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７０， ｐ．４５；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Ｒ． Ｌａｒ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Ｌ．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Ａｌｌｉ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１９７５， ｐ．２３， ｐｐ．１６０－１６５；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 Ｃａｍｐａ⁃
ｇｎａ，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ｐ．３０， ｐ．１１０。

·７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ＩＡ）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ｙ １０， １９６８， ｐ．１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２３．
“Ｓｏｖｉｅ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ｉｄ ｔｏ Ｎｏｒｔｈ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ＩＡ）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３，

１９７１．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１９３２—１９７２ 年美国社会实录》，第 ９８８ 页。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２６１．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 Ｃａｍｐａｇｎａ，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１， ｐ．３０；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Ｙ． Ｓ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Ｌｙｎｄ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ｐ．３５２．



援助下，虽然越南北部在 １９６７ 年的伤亡人数高达 １４ 万，但仍然能够确保每年向南方

输送 ２０ 万作战人员及大量装备。①

第二，为了增强越南北部的战略韧性，避免它在同美国的长期消耗战中崩溃，除了

上述军事援助外，苏联还积极加大对越南北部的经济援助。 由于赫鲁晓夫没有将越南

视为对美战略的利益拓展区，１９５５—１９６５ 年苏联对越南北部的经济援助总共只有 ３．７

亿卢布，②远远低于同期中国的对越援助，越南北部在中苏分裂初期站在了中国一侧。

勃列日涅夫非常看重越南北部对美战略消耗的重要价值，于是增加经济援助来提升其

战争意志和战略韧性。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苏联同越南北部在莫斯科签署《苏联帮助

越南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防能力的协定》。③ 此后，苏联逐渐增加对越南北部的无偿经

济援助、补充技术援助、换货协定和长期贷款等援助。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黎清毅（Ｌê

Ｔｈａｎｈ Ｎｇｈｉ）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会谈公报显示：“苏联将加强在粮食、化肥、药

品、工业生产设备、交通工具、石油产品、黑色与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上对越南的无偿

援助和长期贷款。”④１９６５—１９７３ 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共向越南提供了 １３ 亿卢布

的经济援助，其中苏联承担了 １０ 亿卢布。⑤ 不难看出，单凭越南北部的国家资源与战

争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长期拖在东南亚泥沼之中，美国战略

决策连续“失误”的背后是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向越南北部援助和输血

的结果。

第三，利用美国的“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力图将美国军事力量长期拖

在越南战场。 在整个越战期间，苏联领导人非常乐见美国在东南亚战略泥沼中长期消

耗国力。 如何避免美国迅速击败越南北部或使美国感到前景渺茫、知难而退，构成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美实施边缘诱捕战略的核心。 虽然苏联在外交公开场合多次

表态期待越战早日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实施边缘诱捕战略的配套欺骗信号。 苏联的外

交姿态不应从字面意思去解读，而应该结合当时的地缘政治情势追问其真正含义。 纵

观整个越战进程可以发现，苏联极少阻止越战升级或促使交战双方和谈。 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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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ирнов Е．Ж， “３３ года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мощи Вьетнаму：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трофеи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Журнал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Власть， №１９， １９９８， Ｃ．７９．

Гатауллина Л．М， Вьетнам（Ｃправочник），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１９６９， Ｃ．２３７．
Зоан Тхи Тин，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мощь и поддержка вьетнам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в двух войнах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１９５０－１９７５ ГГ．）， Москва：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бюджет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науки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２０１３， Ｃ．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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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 年，当约翰逊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其摆脱越战困境时，①在场的苏联官员甚至劝说

美国追加在越南的兵力投放。② 再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在 １９６９ 年至少 １０ 次向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Ａｎａ⁃
ｔｏｌｙ Ｄｏｂｒｙｎｉｎ）表达希望苏联帮助结束越战的请求，但后者总是回避，且从不提出结

束战争的具体建议。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 １８ 日，尼克松在任内发表的第一个《外交政策年度

报告》中公开指出：“在越南问题上，苏联没有对越南北部施加有益的影响，反而因其

对越南北部的军火供应而对战争的继续负有重大责任，这种做法在根本上是有损和平

事业的。”③

苏联利用美国深陷“同盟承诺困境”“多米诺疑惧”“竞拍者迷思”以及“沉没成本

迷思”的叠加效应，使约翰逊政府在这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赌局中不断承受代价和追

加筹码。 １９６５ 年 ５—７ 月，约翰逊反复声称：“现在所有的小国都将越南当作检验美国

战略可信性的试金石，如果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败退并允许越南南部被武装并吞，那么

其他盟国也会认为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在它们头上。”④如果仅仅出于战略可信性，
约翰逊政府还不会对追加军事投入如此执着。 由于美国深信越南北部已经在它的打

击之下成为强弩之末，再稍稍努力一点就能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才导致

美国迟迟不愿离场。 这不仅源于威斯特摩兰对战争前景的过度乐观和麦克纳马拉对

“伤亡与消耗量化分析”的高度认可，⑤更来自苏联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长期保持的大

力援助与若即若离的低调态度，让美国在遇到挫折时看到胜利在望的前景，又让美国

在即将胜利时感到没有尽头的茫然。
第四，在对待边缘地带局势演变的外交话语和姿态上尽量保持置身事外的低调冷

淡，打着“不知情”幌子往往能够将超级大国之间公开对抗的风险降至最低。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Ａｎｄｒｅ Ｇｒｏｍｙｋｏ）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

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显示：“至于美国入侵越南及其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应

·９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ｐ．２３８．

Ｋｅｉｔｈ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ｐｐ．４７５－４７６； Ｗａｌｔ Ｗｈｉｔｍａｎ Ｒｏｓｔｏｗ，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７２， ｐｐ．３７６－３７７； Ｉｌｙａ Ｖ． Ｇａｉｄｕｋ，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ｐ．２０５．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Ｙｅａｒｓ， ｐ．１７９， ｐ．１９７．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ｐ．２４０．
Ｇｕｅｎｔｅｒ Ｌｅｗ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７３；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ｎａ⁃

ｍａｒａ， Ｉｎ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 ｏｆ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ｐ．６．



该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的援助，但不要直接卷入和美国的正面战争。”①虽

然在 １９６５ 年以后，苏联超过中国成为越南北部军事物资最大的援助国，但在整个越战

期间，它却始终避免同越南北部缔结带有军事义务的正式同盟条约。 直到越战结束很

久以后的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苏联才与越南公开签署友好合作条约。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

地维系美苏在台面上的默契和降低美国对苏联援越可能的不满，苏联还尽量避免通过

大规模海上运输将物资送抵越南，②而是采取将物资交付第三方的形式，中国铁路因

此成为转运苏联、朝鲜、蒙古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的重要通道。 在越战

最激烈的 １９６５—１９６８ 年，苏联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 １７９ 列火车、５７５０ 个

车皮。③

这种外交上刻意塑造的冷淡与低调甚至使苏美关系的亲密程度看上去高于苏越

关系。 例如，当越南北部军队对越南南部大举发动突然袭击时，苏联领导人均在第一

时间撇清关系；当越南北部领土遭到严重打击时，苏联官方与主流媒体态度显得温和

冷静甚至含糊敷衍。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 ８ 日，美国的“拦回行动”旨在对越南北部重要城市

的停车场、发电站、桥梁、船坞、铁路、公路、港口、通信塔、军营、工厂、机场、医院、市场

和补给站等目标狂轰滥炸，致使平定省 ７５％的地方成为废墟，越南北部约有十万人在

轰炸中丧生。 ５ 月 １０ 日，多勃雷宁通过非公开的秘密渠道向美国递交照会，照会只限

于谈论轰炸所造成的苏联船只损失以及苏联公民伤亡，对其他问题只字未提。 ５ 月 １１

日，塔斯社的声明只宣称苏联人民将继续给越南人民提供“必要的支持”。④ 与此同

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Ｎｉｋｏｌａｉ Ｐａｔｏｌｉｃｈｅｖ）和多勃雷宁却在白宫同

尼克松谈论“友谊”一词在波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中的不同讲法。 ５ 月 ２２ 日，尼克松

访问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极尽地主之谊，腾出克里姆林宫原属沙皇的寓所供其下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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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姿态不免让人深信苏联与越南北部之间并无特殊关系，它与美国一样希望早日实

现和平。 同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 ５０ 周年国庆期间特地让他的孩子参加美国大使馆

举办的招待会，并同尼克松的大女儿特里西亚·尼克松·考克斯（Ｔｒｉｃｉａ Ｎｉｘｏｎ Ｃｏｘ）

见面。①

越战对美国国家力量的侵蚀与消耗是惊人的。 它导致 ５８２２０ 名美军阵亡，１５３３０３

人负伤，另有 １６４３ 名美军失踪。 １９６５—１９７５ 年，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直接开销共

计 １１１０ 亿美元。② 此外，美国在战争期间向越南南部政权提供了 ２８５ 亿美元经济援

助，战后给予老兵补偿 ２２０ 亿美元，给予阵亡美军配偶的持续抚恤及其未成年子女的

抚养费高达 ２７００ 亿美元。③ 这场每月带来 ２８００ 人伤亡和 ２０ 亿美元消耗的战争使美

国国内出现了严重撕裂，以至于到了尼克松上台时，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加速、长期财

政赤字、高额税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困境。 苏联利用越战所构建的边缘诱捕

战略极大侵蚀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略优势，并促成了美苏攻守易势局

面的生成。④ 此后，美国不仅被迫减少对边缘地带盟友的安全承诺，加紧从东亚、东

南亚、拉美和中东等非核心区的冲突中撤离；也改变了冷战初期对社会主义阵营的

傲慢态度，开始正式承认苏联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

系正常化。

勃列日涅夫的边缘诱捕战略为苏联迅速缩短美苏导弹差距提供了重要战略机

遇期。 到 １９６９ 年约翰逊总统离任时，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已经从美国占优转变为基

本平衡，并日益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 苏联海军也从近海防御力量扩建为

一支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战略力量。 在核武器方面，苏联 １９６０ 年拥有 ３５４ 件战略

核武器，美国同期则拥有 ３１２７ 件核武器。⑤ 到１９７２ 年签署《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

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时，苏联拥有洲际弹道导弹 １３００ 枚，美国拥有 １０５４

枚；苏联拥有 ９５０ 枚潜射弹道导弹，美国拥有６５６ 枚。⑥ 苏联利用边缘诱捕战略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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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０ 年时间里就取得了对美国的弯道超车，巩固了自身在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

地位。

五　 结论与启示

在两极战略竞争中，大国的权势消长与其说取决于哪一方做对的更多，不如说取

决于哪一方所犯的错误更少。 尤其当双方战略都存在误区的时候，犯错更少的一方往

往成为最终胜利者。 更明智的一方往往能够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让战略对手在次要

地区与次要对手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 因此，如何发挥自身的战略能动性，利用并

扩大对手的战略失误将成为研究两极体系下大国博弈的重要问题。 在确保体系核心

地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通过转移对手注意力的方式增加其在边缘地带的战略消耗是

一种效用较好的反遏制战略。 事实上，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美苏战略态势逆转与苏联

在欧洲核心地带积极谋求缓和，同时在中东的阿以、南亚的印巴、非洲的安哥拉以及中

南半岛的越南等边缘地带实施诱捕战略有着密切联系。

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反遏制战略既有代价高昂的失败教训，也有来之不易的成功经

验。 从勃列日涅夫轻视中国在边缘地带的巨大战略价值以及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这

两个事实来看，苏联对美反遏制战略的胜利显然停留在偶然的经验层面，而没有对边

缘诱捕战略的经验理论化。 因此，在苏攻美守的态势下，美国能够利用中苏交恶和在

阿富汗战争中对苏实施边缘诱捕战略重获优势。 由于诱捕战略并非传统地缘政治理

论关注的核心，因此需要从苏联反遏制战略的视角重读这段历史，将美国遏制战略理

论所缺失的拼图补齐，以期全面展现冷战期间美苏势均力敌的两极图景。 通过对边缘

诱捕战略的研究，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边缘诱捕战略理论为研判美国“印太战略”提供了一个反向视角。 将中国

周边国家纳入“印太战略”是单极体系下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本质是利用中国同周

边国家或地区矛盾，将中国周边国家塑造成对华遏制的利益拓展区。 随着中国的快速

发展，中国周边地区会升格为利益敏感且容易引发全面战争的核心地带，美国对中国

敏感核心安全利益的挑衅行动将逐渐转弱。 根据边缘诱捕战略理论的预测，长期来

看，美国即便保留“印太战略”，这些参与“印太战略”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只能充当具

有防御性职能的压力缓冲区，而无法再扮演美国的对华利益拓展区。

由于美国已经有了冷战后独享霸权的体验，为了护持霸权，其将产生更强大的

遏制动力。 随着中美竞争升级，中国同美国“印太战略”部分参与国的矛盾短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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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呈加剧态势。 对此，中国既应该对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可能变得愈发活跃与紧张给

予充分预估，也应避免在这些衍生性的次要矛盾上投入远超其价值的资源。 近年

来，中国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克制，在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

美国传统盟友在安全与领土分歧上展现出的大国外交也体现了成熟的战略耐心与

定力。 中国未来仍需紧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避免军事力量被

“印太战略”中的周边小国分散稀释，以免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由于长期消耗出现

战略透支。

第二，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遏制围堵，中国并非只能忍耐或消极退让。 在中国

周边地区还没有升格为敏感的核心地带之前，边缘诱捕不仅不会带来超级大国之间的

战争，反倒有可能促成深陷边缘地带的大国为了结束冲突而寻求战略竞争者的帮助。

无论是斯大林利用朝鲜战争将美苏矛盾从欧洲引向远东，①还是普京通过支持叙利亚

将克里米亚问题引发的矛盾转移到中东，都没有导致美苏或美俄关系恶化，反而出现

了美国为结束朝鲜战争或叙利亚战争而需要争取对手合作的局面。

由于政策惯性和思维的路径依赖，中国当前对美战略的主基调仍然倾向于延续单

极体系下的尾随战略，将构建稳定的中美关系视为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 随着中美关

系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质变，②中国应该重新思考在单极霸权时代延续至今的隐忍退让

是否依然能够换来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默许？ 如果为了稳定中美关系需要不惜以核心

利益和发展机遇为代价，是否还有必要坚持这种舍本逐末的政策？③ 一旦中美经济体

系出现全面“脱钩”，中国放弃利用周边国家矛盾作为利益拓展区以换取中美关系稳

定的大前提就彻底消失了。 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必要根据新形势重新调整周边国家在

对美关系中的战略职能，即将部分国家从过去追求稳定的压力缓冲区转变为对美发挥

积极影响力的利益拓展区。

第三，不论是特朗普时期主张的全面遏制还是拜登上台后倾向采取的“小院高墙

式”的重点遏制，④在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日渐清晰明确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强对反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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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斯大林时期的“周线进攻”战略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边缘诱捕战略的差异并非在边缘地带采取进攻，而
是是否在核心地带推动缓和。 作为兼具两种要素的战略组合，边缘诱捕不仅体现在边缘地带的进攻，还同时在核

心地带积极构造缓和态势。 因此，本文将朝鲜战争视作边缘诱捕的一种特殊情况。
达巍：《选择国内战略定位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２５ 页。
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载《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２４—

２５ 页。
“小院高墙式”战略由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研究员萨姆·萨克斯提出，主张美国要摆脱对华全面遏制策

略，只需选择锁定若干个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科技点（小院），采取积极保护（高墙），即可实现最符合美国利益

的低成本遏制。 该战略主张目前已得到拜登政府的关注。



制战略问题的研究。 边缘地带的动荡是崛起大国推行反遏制战略和实施诱捕战略的

机会。 边缘诱捕理论认为，两极体系下核心地带的“注定缓和”并不否定边缘地带的

“注定紧张”。 恰恰相反，核心地带的结构压力需要通过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得以

有效释放。 在中美对双方核心利益与战略红线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在边缘地带利用矛

盾促成代理人战争的概率将会明显增加。 中国推行反遏制战略需认真思考如何避免

触及美国敏感的核心地带，同时采取边缘诱捕战略积极构造对美利益拓展区，而这正

是促成中美攻守易势的重要手段。

随着中美权力转移加速，美国会逐渐从中国周边的核心敏感地带后撤到安全地

带，中国也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负有义务的盟国保持善意，中国周边地区将变成中美

之间的压力缓冲区。 通过发现并激活业已存在的地区矛盾与同盟义务，运用边缘诱捕

战略促成对手的战略透支。

本文提出边缘诱捕战略的灵感源于冷战时期中国对其援助的两场地区战争的差

异化表述，即我们为何从最初的“抗美援朝”转变为后来的“援越抗法”？ 前者是一种

直接战略，突出接触性的“抗美”，意在表达抗美的目的是援朝；后者是一种间接战略，

突出非接触性的“援越”，意在表达援越的目的是帮助其抗法。 在“援越抗法”中，援助

变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正是“援越抗法”启发了本文思考在两极体系下，实施

反遏制战略的国家如何通过在边缘地带促成代理人战争来促成有利形势。 冷战时期，

中国就体现出运用边缘诱捕战略的理论自觉。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正式确立，中

国需要对这一战略给予更多关注。 诚然，该理论不一定能够确保中美攻守易势的生

成，但可以增加中国反遏制战略成功的概率。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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